
司马迁的不朽杰作 《史记》 自从著成之后， 历代传诵不衰， 至今仍对读者具有巨大的魅力； 而且，

《史记》 所创造的著史格局， 不仅影响了中国史学 2000 年的进程， 还一直影响到当代， 这是人类文化史

[编者按] 中国历史的高度发达为世界所公认， 而其中， 历史编纂学尤其堪称成果丰硕、 体裁形式丰富多

样、 编纂观念不断创新， 因而具有独特的魅力。 司马迁总结了先秦史学的成果， 同时展现出其雄奇的创造

力， 著成一部 “通古今之变”、 丰富生动的内容与合理完美的形式高度统一的不朽杰作 《史记》， 成为传统史

学的楷模。 由此树立了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 不仅影响到历代纪传体、 编年体等多种体裁的著作， 而且影

响到现当代的历史编纂。 在今天， 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编纂学这一份丰厚的史学遗产， 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 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

力。” 他指出， 要大力总结、 发掘灿烂的民族文化， 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把

跨越时间、 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 让收藏在禁宫里

的文物、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以此增强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这些重要论述， 无疑大大提高了我们

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感和自觉意识。 为此， 本刊特组织了陈其泰教授等 3 位学者撰写的这一组

“中国历史编纂学与民族文化创造力” 的文章， 以飨读者。

[摘 要] 《史记》 创造了由本纪、 表、 书、 世家、 列传五体有机结合的编纂形式， 其内在依据和成功的

奥秘， 乃在于多维度、 多视角、 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 司马迁著史的目的是冀图令读者明瞭事件发生、

演变的年代先后， 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 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 同时又能知晓治理

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 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 发现、 掌握了

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 这是其杰出创造才能的体现。 正因为避免了单线式、 单角度的观

察， 《史记》 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 丰富生动的画卷。 运用 “多维历史视野” 这一新

概括， 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 《史记》 何以被称为著史的 “极则”。 探讨这一课题还具有突出的当下

价值， 能更加恰当地评价 《史记》 历史编纂成就对 20 世纪史家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司马迁 多维历史视野 时间维度 人物活动维度 典章和社会生活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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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奇迹。 从研究层面说， 学者们对于司马迁的政治观、 经济观、 民族观， 《史记》 主要篇章的成就等，

均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但尚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关注不够， 这就是， 《史记》 较之先秦时期 《左传》

等史著， 是由史学初具规模到产生成熟的巨著之飞跃， 那么从历史视野来说， 司马迁与先秦史家所不同

的是什么？ 《史记》 被传统史家称誉为著史之 “极则”， 是否与其选取的历史视角的特点有关？ 其中又

包涵着史家怎样的哲理思考？ 与此相联系的是， 产生于汉代的 《史记》 的编纂思想， 为何能与当代史家

“立体式著史” 的观念相通？ 当代实施的大型史学工程又为何能直接从 《史记》 的总体结构获得启示？

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谈点粗浅认识，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多维历史视野： 深刻的哲理思考

客观的历史， 是以往人类社会活动演变发展的进程； 经过历史学家思考、 记载下来， 便是书写的历

史， 即历史著作。 正因为历史是人类社会进程的记录， 它就不是单线式的演进， 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

成， 也即是多维构成、 不断变化发展的空间图景。 人类社会生活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演进， 人类对于自身

历史的认识能力也由简单到复杂， 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逐步发展。 其体现， 便是观察历史由单一视角

而发展到多重视角， 所得的结果， 是由比较朴素、 简略的历史记载， 逐步发展为复杂、 丰富的记载。

人类远古的祖先实行 “结绳记事”， 就是最早的历史记录。 《周易·系辞下》： “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

圣人易之以书契， 百官以治， 万民以察。” 郑玄注： “事大大结其绳， 事小小结其绳。” 何以知道大结所

代表的大事、 小结所代表的小事？ 就得靠口说相传。 近代社会学家调查所得的某些后进部落的记事方式

正好与此相印证。 如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佧佤人， 在 20世纪中叶以前还没有文字， 记载本族史事的方法，
就是用木头刻的痕迹深浅表示事件大小， 靠本族老年人口说讲解。 [1] 到了殷商时代甲骨文上记载的事件，

就已有明确的年、 月、 日要素。 由此发展， 就是编年史。 我国先秦时期的两部最主要的历史著作 《春

秋》、 《左传》， 都是编年体裁， 完全不是偶然。 它表明早期的历史学家是采取年代先后的历史视角， 即

以 “时间维度” 观察历史， 以年、 月、 日为线索， 叙述春秋各列国的政治事件、 会盟攻伐， 以及各诸侯

国的政权更迭、 盛衰变化等。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 他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 并且加以大大发展。 《史记》 著史体系气

魄宏伟， 由 “本纪”、 “表”、 “书”、 “世家”、 “列传” 五体互相配合而成， 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 因而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 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 发展为多维视角， 构成了

宏阔的视野。 主要包括三项： 时间维度、 人物活动维度、 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 由此表明从先秦史

学的初具规模， 到汉武帝时期 《史记》 这部成熟巨著的出现， 是由于史家历史观察力产生巨大飞跃而实

现的。 《史记》 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 而其实质内涵， 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 首先， 历史的演

变， 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 以年、 月、 日的先后， 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 其次， 凸显了

历史的创造主体是 “人”， 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 而又各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 在历

史的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 再次， 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 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 与事

件、 人物活动相结合， 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

司马迁历史观察力的高明， 确实令人叹服。 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

大要素， 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 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 由于 《史记》 在著史

格局上的巨大成功， 从史学发展的实践上看， 历代正史的编纂者绝无例外地以之为楷模， 从 《汉书》 到

《清史稿》， 历经 2000 年均奉为圭臬。 再从历史编纂思想、 编纂方法的得失言之， 自东汉初的大史学家
班彪父子， 到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 都做过精当的评论， 予以高度赞扬。 班氏父子主要赞誉司马迁善叙

事理， 才华过人， 史德高尚。 班彪云： “然善述序事理，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 文质相称， 盖良史之才

也。” [2] 班固又加以发展， 谓： “其涉猎者广博， 贯穿经传， 驰骋古今， 上下数千载间， 斯以勤矣。 ……

然自刘向、 扬雄博极群书， 皆称迁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华， 质而不俚， 其文直， 其事

核， 不虚美， 不隐恶， 故谓之实录。” [3] 至唐代刘知幾以后， 评论者更加重视的， 是司马迁创造的著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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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气魄雄伟， 容量广阔， 足以展现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 如刘知幾说： “《史记》 者， 纪以包举大端， 传

以委曲细事， 表以序其年爵， 志以总括遗漏， 逮于天文、 地理、 国典、 朝章， 显隐必该， 洪纤靡失。”
[4] “语其通博， 信作者之渊海也。” [5] 赵翼说： “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 创为全史。 ……一代君臣政

事， 贤否得失， 总汇于一篇之中， 自此例一定， 历代作史者， 遂不能出其范围， 信史家之极则也。” [6] 章

学诚则赞誉 《史记》 的著史气魄和丰富内涵为 “范围千古， 牢笼百家”。 [7]

正因为司马迁在哲理思维上能发现构成历史演进的时间、 人物、 社会生活 （制度沿革是社会生活中

的要件） 三大要素， 所以才能达到如赵翼所言 “发凡起例， 创为全史”， 并且以著史之 “极则” 来表达

《史记》 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最高典范意义。 上述精到的评论， 都深刻地揭示出司马迁在观察历史和表

现历史上所具有的伟大创造力。

二、 从 “以事系年” 到 “通古今之变”

《史记》 所创设的著史体系中， “本纪” 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从历史视角来说， 它是以时间维度来考

察历史的演进， 记载重大事件。 司马迁对 “本纪” 的命名， 显然是极其慎重的。 刘知幾在 《史通·二体》

篇中说： “纪以包举大端”。 他又在 《本纪》 篇中说： “盖纪者， 纲纪庶品， 网罗万物。 考篇目之大者，

其莫过于此乎？ 及司马迁之著 《史记》 也， 又列天子行事， 以本纪名篇。 后世因之， 守而勿失。” “盖

纪之为体， 犹 《春秋》 之经， 系日月以成岁时， 书君上以显国统。” 刘氏在不同地方所论， 着重点有所

不同， 合起来看， 他是从三个方面讲 “本纪” 取名的含义： 一者， 纪是纲纪万物， 它在全书中是专记有

关国家大事项。 二者， “本纪” 只用于天子， 表示至高无上的地位， 是 “国统” 之所系。 三者， “纪” 按

时间纵贯记事， 直接来源于 《春秋》 依年、 月、 日为序。

以上刘知幾所论， 可谓颇得其实。 而我们所特别注重的是， 司马迁的 “本纪” 继承了 《春秋》 的记

史方法， 而又加以大大发展。 简言之， 同样是以 “时间维度” 记载历史， 从先秦史著到 《史记》， 已实

现了巨大飞跃， 由 《左传》 是按春秋 242年年代之先后， 井然有序地作直录式记史， 发展为 《史记》 之

“本纪” 12 卷， 对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 做 “通古今之变” 的考察， “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 司马迁

对此有自觉的追求， 《史记·太史公自序》 做了明确表述：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王迹所兴， 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 论考之行事， 略推三代， 录秦汉， 上记轩辕， 下至于兹， 著十二本纪。”

《史记》 是记载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通史， 司马迁所高悬的目标， 是 “通古今之变”， 对于上起华

夏民族的始祖黄帝， 下迄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 作贯通考察， 尤其着重记述各个时代的盛衰变化， 探

究其中的历史动因。 那么， 《史记》 的 “本纪”， 是怎样着力体现 “通古今之变” 的著史目的呢？ 概括而

言， 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手法。

第一， 广博地搜集、 整理先秦以来各种典籍文献，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 以及官府档

案、 刻石铭文， 并以其在全国各地亲身考察的历史遗迹和采访所得的故老传说相印证， 写成一部详尽的

中华民族的信史。 司马迁所注重的， 是施政得失、 帝王贤否、 大臣作为、 战争攻略、 外交活动、 民族关

系、 疆土拓展等等。 自传说华夏民族始祖黄帝， 到唐尧、 虞舜， 因为时代久远， 史料稀少， 书缺有间，

司马迁更以极大的苦心搜求排比考论史料， 写成 《五帝本纪》。 继之夏、 商、 周三代， 每一朝代各立一

篇， 为 《夏本纪》、 《殷本纪》、 《周本纪》。 秦的地位特殊， 先立 《秦本纪》， 述秦的先世事迹。 《秦始皇

本纪》 集中记载了始皇先后兼并六国、 完成统一大业， 其后因实行暴政， 激起全国民众的反秦风暴， 导

致迅速灭亡的历史。 西汉建国以后， 则按每一在位皇帝设立一篇 “本纪”。 这样， 共设立 12 篇 “本纪”，

连续记载了中华民族自远古至当世几千年的历史， 构成了 《史记》 全书的总纲。

第二， 在据实记载的基础上， 画龙点睛式地正面发表议论， 明确揭示出盛衰兴坏之理。 秦何以灭

亡？ 汉何以兴盛？ 这是西汉前期上自帝王下至士庶共同关心的大问题， 司马迁在 《秦始皇本纪》 和《高

祖本纪》 篇末进行了中肯的回答。 《秦始皇本纪》 篇末 “太史公曰” 极其精炼地概括了秦由僻远小国到

统一全中国的历史： “秦之先伯翳， 尝有勋于唐虞之际， 受土赐姓。 及殷夏之间微散。 至周之兴， 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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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垂。 自缪公以来， 稍蚕食诸侯， 竟成始皇。” 秦始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始皇而羞与之侔”， 恣意妄

为， 把一切民生疾苦、 人心向背置之度外， 其结果是秦帝国在民众的反抗怒涛中顷刻覆灭。 秦的兴亡教

训是何等深刻！ 对此， 司马迁不作详细分析， 因为汉初政论家贾谊的名篇 《过秦论》 已经有脍炙人口的

论述， 因此司马迁采用了特殊的手法， 用 “善哉贾生推言之也！” 直接引用其几千字原文作为回答。 贾

谊文章最精警之处在于， 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个强大的、 天下无敌的秦国， 为什么竟会骤亡

呢？ 他明确回答， 秦的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 “焚文书而酷刑法， 先诈力而后仁义， 以暴虐为天下始

……故其亡可立待也。” “（陈涉） 奋臂于大泽， 而天下响应者， 其民危也。” 他进而指出： “仁义不施，

而攻守之势异也。” 政治黑暗， 再锐利的武器也抵挡不住为生存而战的千万起义的民众。 那么， 汉朝为

何能够代秦而起， 成为一个强盛的朝代呢？ 司马迁明确指出， 这是由于汉高祖刘邦接受了秦亡教训， 实

行德政， 以宽缓政治代替暴虐政治， 与民休息， 体现出由乱到治的客观规律。 《高祖本纪》 篇末正是从

汉初成功地实现了历史变局的高度发表议论： “太史公曰： 夏之政忠。 忠之敝， 小人以野， 故殷人承之

以敬。 敬之敝， 小人以鬼， 故周人承之以文。 文之敝， 小人以僿， 故救僿莫若以忠。 三王之道若循环，

终而复始。 周秦之间， 可谓文敝矣。 秦政不改， 反酷刑法， 岂不缪乎？ 故汉兴， 承敝易变， 使人不倦，

得天统矣。” “承敝易变” 便是充分肯定汉初以德政代替秦的暴政， 减轻百姓负担， 使饱受灾难的民众

得以宽息， 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合而观之， 《秦始皇本纪》 和 《高祖本纪》 篇末两段重要议论，

正是从 “通古今之变” 的高度而得到的宝贵认识， 对以后的史家也极具启示的意义。

第三， 与十二 “本纪” 的记载相配合， 《太史公自序》 中又对每一篇的撰述义旨做出概括。 其意图，

正是为了帮助读者明瞭古今历史发展、 “承敝易变” 的大势。 对此， 我们细加品味即能领会。 如：

始皇既立， 并兼六国， 销锋铸 ， 维偃干革， 尊号称帝， 矜武任力； 二世受运， 子婴降虏。 作

《始皇本纪》 第六。

子羽暴虐， 汉行功德； 愤发蜀汉， 还定三秦； 诛籍业帝， 天下惟宁， 改制易俗。 作 《高祖本

纪》 第八。

汉既初兴， 继嗣不明， 迎王践祚， 天下归心； 蠲除肉刑， 开通关梁， 广恩博施， 厥称太宗。 作

《孝文本纪》 第十。

汉兴五世， 隆在建元， 外攘夷狄， 内脩法度， 封禅， 改正朔， 易服色。 作 《今上本纪》 第十二。

总之， 司马迁在先秦史学成就的基础上， 加以大大发展， 以十二 “本纪” 详载史实为世代读者留下

几千年中华民族演进无比宝贵的信史， 并且明其盛衰变化之深层原因， 其广泛搜集史料之勤， 历史见识

之高， 编纂技术之精， 都为后代史家树立了楷模。

在 《史记》 五体结构中， 十二 “本纪” 之后紧接着十 “表”， 这是司马迁的匠心安排， 其目的， 是

以 “本纪” 和 “表” 共同构成全书的纲领， 显示 “通古今之变” 的总趋势。 以往对于十 “表” 重视不

够， 我们对此应有新的看法。 刘知幾曾说： “表以谱列年爵”。 [8] 梁启超则谓： “表以收复杂事项”。 [9] 他们

都指出了 《史记》 十 “表” 的一些特点， 但十 “表” 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即白寿彝所指出的： “《史记》

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 ……司马迁每写一个表， 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写它

在 ‘古今之变’ 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 [10] 这里， 我们仅以 《六国年表》 为例。 在 《史记》 记述中， 战国

的特殊性在于， 它属于 “东周”， 而从周平王东迁以后， 先经春秋， 是 12 诸侯并立的时代， 周天子已失
去号令天下的地位， 进入战国， “东周君” 地位更加式微。 故 《周本纪》 的后半篇， 已无法起到统领全

局的作用。 据此， 司马迁须依靠别的篇章。 他在 《六国年表》 之前写了一篇长序， 借以起到统领战国时

期历史的作用， 其中论云： 自秦穆公称霸西戎， “则与齐桓、 晋文中国侯伯侔矣。 是后陪臣执政， 大夫

世禄， 六卿擅晋权， 征伐会盟， 威重于诸侯。 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 诸侯晏然弗讨， 海内争于战功

矣。 三国终之卒分晋， 田和亦灭齐而有之， 六国之盛自此始。 务在彊兵并敌， 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

起。 矫称蠭出， 誓盟不信， 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秦始小国僻远， 诸夏宾之， 比于戎翟， 至献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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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常雄诸侯。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 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 然卒并天下， 非必险固便形执

利也， 盖若天所助焉。” 序的结尾又称： “余于是因秦记， 踵春秋之后， 起周元王， 表六国时事， 讫二

世， 凡二百七十年， 著诸所闻兴坏之端。 后有君子， 以览观焉。” 显然， 司马迁是以 《六国年表》 来提

挈战国七雄争战、 角逐、 强弱的变化， 以及秦如何逐步强大， 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这一历史大势。

三、 以人物为中心： 展现历史创造的主体

“人物维度”， 是司马迁观察历史又一重要视角。 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 历来即被视为以人物为中

心记载历史。 梁启超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中论 “《史记》 创造之要点”， 列在首项者即为 “以人物为中

心”， 并论云： “其书百三十篇， 除十表八书外， 余皆个人传记， 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 ……

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的主要人物， 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 此其所以长也。” [11] 梁氏此论并不完全

准确 （因为本纪及世家的内容， 还有记全国或一地方政权政治、 军事大事的成分）， 但从总体上讲， 却

明确指出 《史记》 的著史格局 “以人物为中心” 的特点， 而且他们都与 “发动社会事变” 密切相关。

从今天来看， 以人物为中心， 是对 “人” 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现和充分肯定， 是记载历史的巨大进

步。 而这一进步， 又根源于观察历史能力的重大推进和哲理思考之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而这恰恰是在战

国以来出现的历史变局推动下取得的。 战国至秦汉之际， 客观历史运动的显著特点是： 旧的以血缘为纽

带的氏族制度遭受沉重的打击， 平民力量迅速崛起， 能否发现和任用文武贤才， 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的

盛衰存亡。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论述： “游说则范睢、 蔡泽、 苏秦、 张仪等， 徒步而

为相。 征战则孙膑、 白起、 乐毅、 廉颇、 王翦等， 白衣而为将。 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12] 战国以后

有作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大大打开了历史学家眼界， 使之对推动历史进程的深层原因有

进一步的认识。 在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当中， 人的活动的作用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邦出身平民， “无

尺土之封”， 却凭借他的智谋策略， 在一批文武贤才的帮助、 拥戴下， 成为强盛的汉朝开国的君主。 刘

邦周围这批豪杰之士， 也几乎都出身低贱， 却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业。 如陈平、 王

陵、 陆贾、 郦商等， 皆布衣平民。 樊哙、 周勃、 灌婴、 娄敬出身更贫贱， 分别以屠狗、 织薄、 贩缯、 挽

车为业， 而都建功立业， 致身卿相。 历史的空前变局， 使司马迁对人在时代前进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形成

了新认识， 这无疑是他创造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史新体裁之认识基础。 《史记·太史公自序》 中一再陈言：

他作为史官， 如果 “废明圣盛德不载， 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 将是莫大的罪过， 而作七十列传

的明确目的， 为记载 “扶义俶傥， 不令已失时， 立功名于天下” 的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 便是明证。

以人物为中心， 展现出 “人” 是历史创造的主体， 这一历史视角贯穿于 “本纪”、 “世家” 的大部分

篇章和全部 “列传” 中。 司马迁记载了时间跨度极大、 范围极其广阔的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 均以丰富

具体的史实， 生动的手法， 描写他们在特定历史场景中个性鲜明的行为， 表现其对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作

用。 这里略举两个典型例证。

商鞅是战国时期在秦国成功实行变法的著名政治家， 司马迁为他立了 《商君列传》， 集中而详实地

记载他佐秦孝公变法， 使秦国骤致富强的历史功绩。 司马迁突出地记述了以下几项： 一是商鞅变法的原

委。 商鞅选择由卫入秦， 正当 “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 将修穆公之业”， 秦国急于寻找强国的良策，

这就为商鞅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 商鞅求见孝公以后， 前三次是以 “帝道”、 “王道”、 “霸道” 进说，

孝公起初根本不感兴趣， 最后商君进说 “强国之术”， 孝公乃兴奋异常， “公与语， 不自知膝之前于席

也。 语数月不厌。” 于是君臣目标一致， 决心以变法求得秦国之强盛。 二是围绕变法与否， 秦国朝廷展

开了激烈的辩论， 商鞅引用历史经验阐述变法主张， 驳倒保守派人物的阻挠。 三是重点记载了商鞅两次

变法的内容， 和取得的巨大成效。 第一次变法在孝公六年， 其中的关键点是： 奖励耕织， 生产多的可免

徭役， 让民众劳动致富， 同时改变旧的氏族大家庭形式， 变为普遍的小农户制度， 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 增强秦国的物质基础； 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 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的制度， 加速旧的氏族制的

瓦解； 推行连坐法， 严究犯罪行为， 加强城乡的治安管理。 篇中更强调办法取得的巨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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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十年， 秦国道不拾遗， 山无盗贼， 家给人自足， 民勇于公战， 怯于私斗， 乡邑大治。

于是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 掌管最高军政权力。 至孝公二十年， 秦国由雍迁都咸阳， 商鞅第二次实行

变法， 主要内容是： 合并乡邑为 31 县； 为田开阡陌封疆， 废除井田制， 准许土地买卖； 创立按丁男征
赋办法， 规定一户有两个丁男者必须分居， 否则加倍征赋； 颁布度量衡器， 统一度量衡制度。 司马迁同

样充分肯定第二次变法的卓著效果： “居五年， 秦人富强， 天子致胙于孝公， 诸侯毕贺。”

再一个典型例证， 是司马迁为反秦起义英雄陈涉立了 “世家”， 表现出他准确把握秦汉之际历史动

向和歌颂人民大众反抗压迫的卓越见识。 《史记》 “五体” 中设立 “世家” 的标准和意图何在？ 后人每

以己意猜测， 所言未必切合司马迁之原意。 实则 《太史公自序》 中对此已有明白的交待： “二十八宿环

北辰， 三十辐共一毂， 运行无穷， 辅拂股肱之臣配焉， 忠信行道， 以奉主上， 作三十世家。” 讲明 “世

家” 是用以记载像二十八宿环北辰、 三十辐共一毂般的辅弼股肱之臣， 即周代的十二诸侯和汉代的侯、

王这样的人物， 他们的名号、 地位在国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而像孔子、 陈涉， 虽然没有诸侯的名号，

但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司马迁也破例立为 “世家”， 以彰显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陈涉虽然出身傭耕， 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但他是农民起义英雄， 由他点燃起义反秦烈火， 终于把暴虐的

秦朝推翻。 司马迁在 《太史公自序》 中作了论定：

桀、 纣失其道而汤、 武作， 周失其道而 《春秋》 作。 秦失其政， 而陈涉发迹， 诸侯作难， 风起

云蒸， 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 自涉发难。 作 《陈涉列传》。

他把陈涉比作讨伐暴君桀、 纣的商汤、 武王， 2000 年前的史家， 能够如此深刻认识和热情歌颂农民起
义英雄的巨大功绩， 其历史洞察力令人赞叹。

刘知幾在 《史通·世家》 篇中， 却责备司马迁为陈涉立 “世家”， 是 “自我作故， 名实无准”， 其论

云： “按世家之为义也， 岂不以开国承家， 世代相续？ 至如陈涉起自群盗， 称王六月而死， 子孙不嗣，

社稷靡闻， 无世可传， 无家可宅， 而以世家为称， 岂当然乎？ 夫史之篇目， 皆迁所创， 岂以自我作故，

而名实无准。” 刘知幾过分看重名分、 地位， 却不承认陈涉起义的意义， 斥之为 “群盗”， 这是受专制主

义思想的影响， 用等级观点看问题而形成的偏颇看法， 相比之下， 更说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是多么的

难以企及。 再从历史编纂学角度言之， 刘知幾的主张过分拘于体例。 司马迁则是灵活处理， 在必要时敢

于突破成例， 而 《史记》 的编纂思想恰恰因此而放射出光华， 因而被后世史家赞誉为 “体圆而用神”。

司马迁对于通过记载人物的活动来展现 “人” 是历史创造的主体， 已达到相当程度的自觉。 十二

“本纪”， 不但记军政大事， 而且记述了秦始皇、 项羽、 汉高祖、 汉文帝等不同历史时期核心人物的活动

和性格； 三十 “世家”， 分别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历史， 同时也记载了周公旦、 齐桓公、 晋文公、

楚庄王等政治家的活动， 以及孔子、 陈涉和西汉萧何、 曹参、 张良、 陈平、 周勃等重要人物的活动； 七

十 “列传” 中既有专传， 又有合传、 类传， 记载了大量春秋战国、 秦、 汉时期的政治家、 军事家、 思想

家和各阶层代表人物。 “本纪” 是 《史记》 全书纲领， 其余篇章围绕 “本纪” 展开记事， 表明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进化史， 就是各个时期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 个性鲜明的人物创造的。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 而诸侯相兼， 史记放绝。 今汉兴， 海内一统， 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余为太史而弗论载， 废天下之史文， 余甚惧焉， 汝其念哉！” [13] 这是司马谈临终前执司马迁之手含泪嘱

咐， 司马迁郑重承诺的庄严使命。 记载在各个历史时期建树功勋的人物是司马迁著史的重要目标之一。

司马迁凭借高度的责任感和杰出的才华， 出色地完成了他确定的目标， 为中国史学提供了记载生动、 血

肉饱满的人物形象， 并通过人物表现各时期特定历史面貌的成功典范成为后世史家著史的楷模。

四、 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

司马迁深邃的哲理思考和非凡创造力的又一突出体现， 是选取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撰成 “八

书”， 作为历史著作的重要部分， 与记载政治军事人物和记载人物活动相结合。 《太史公自序》 中对于

设置 “八书” 的作用有明确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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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损益， 律历改易， 兵权山川鬼神， 天人之际， 承敝通变， 作八书。

据 《史记索隐》 作者司马贞言： “书者， 五经六籍总名也。 此之 《八书》， 记国家大体。” [14] 即 “八书” 包

涵的内容是当时人们心目中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八个最主要的部分。 “礼乐损益” 指 《礼书》、 《乐

书》； “律历改易” 指 《律历书》， “兵权山川鬼神” 指 《兵书》、 《河渠书》、 《封禅书》， “天人之际” 指

《天官书》， “承敝通变” 指 《平准书》。 而今本 《史记》 “八书” 的顺序是， 《礼书》 第一， 《乐书》 第二，

《律书》 第三， 《历书》 第四， 《天官书》 第五， 《封禅书》 第六， 《河渠书》 第七， 《平准书》 第八。 《律

书》、 《历书》 分为两篇， 而缺 《兵书》。 这是什么原故呢？ 历来学者多有讨论， 如司马贞 《索隐》 所说，

因 《礼书》、 《乐书》、 《兵书》 三书亡缺， 补缺者分 《律历书》 为 《律书》、 《历书》， 以足 “八书” 之数，

故今本 “八书” 中无 《兵书》。 ① 但今本 《礼书》、 《乐书》、 《律书》 的序， 其见识、 笔法均应出于司马

迁之手无疑， 非他人所能拟作。 《礼书》 “序” 以下的内容， 为后人摘取荀子 《礼论》 及 《议兵》 以补。

《乐书》 “序” 以下， 也是后人摘取 《礼记·乐记》 文字以补。 ②

是则， 司马迁 “八书” 所记均为当时 “国之大政”， 而 《历书》 以下五篇确是司马迁原作， 历代学

者对此并无疑问。 这里仅就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尤为重大的 《天官书》 和 《平准书》 作简要论述， 以见司

马迁选取社会情状视角记载历史的重要价值。

《天官书》 是总结古代天文学知识和对 “天人之际” 发表系统看法的篇章。 “天人关系” 一向是观

察历史和处理现实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西汉更是如此。 司马迁创立 《天官书》 作为 “八书” 之一， 将记

载、 总结天文学知识作为其恢宏的史学著作的一部分， 证明他具有过人的见识和渊博的学识。 而同时，

又与他父子两代相继担任 “太史令” 官职直接相关。 司马迁曾经形容 “太史令” 的职务说： “文史星历，

近于卜祝之间”。 [15] 太史令即身兼史官和执掌天文历法两种身份。 《天官书》 就是结合西汉皇朝建立 100
年来官方的天文记载资料而撰成的， 因此殊为珍贵。 《天官书》 的主要贡献是， 它开创了中国史学系统

地记述天文学史料的优良传统， 从而使我国丰富的天文学资料得以很好地保存、 流传。 特别是， 司马迁

记载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星官体系， 由于他的记述， “这个体系才能为我们得知， 而今天我们在研究重要

的汉代天象时就不能不依仗 《天官书》 的记载。” [16] 尤其是， 司马迁对 “天人关系” 进行了深刻论述， 提

出了具有唯物论倾向的进步观点。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 他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天象， 以揣测所谓天之意

向， 为朝廷服务。 由于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 他并不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 西汉时期天人感应、

迷信之说盛行， 司马迁相信天上人间有对应关系并不足怪。 但他揭露战国时期唐昧等人 “其占验凌杂米

盐”， 对占星术为迎合当权者的需要不断变换手法加以贬责， 是他朝着否定占星术走出可贵的第一步。

所以 《天官书》 篇末这样总结天意与人事何者更为重要： “国君强大， 有德者昌； 弱小， 饰诈者亡。 太

上修德， 其次修政， 其次修禳， 正下无之。” [17] 他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和政治的清明， 把治国的方针

（“德”） 和办法 （“政”） 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祈祷上天则不是什么好办法。 从这一点上， 甚至可以说，

司马迁实际上否定了天意的作用。 由此可见 《天官书》 在其 “究天人之际” 思想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

位。

论述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进程、 国家盛衰的关系， 更是司马迁的卓识。 人类关于物质经济生活对于

历史进程起到何等重要作用的认识， 曾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先是认为历史发展是由 “神意” 决定， 继之

认为是由个别 “英雄” 人物所决定， 这些错误观念曾长期支配人们的头脑。 历经几个世代之后， 最为睿

① 《史记》 卷 130 《太史公自序》 篇 《索隐》： “张晏曰 ‘迁设之后， 亡 《景纪》， 《武纪》， 《礼书》， 《乐书》， 《兵
书》， 《将相表》， 《三王世家》， 《日者》， 《龟策传》， 《傅靳》 等列传也。’ 案： 《景纪》 取班书补之， 《武纪》 专取 《封禅
书》， 《礼书》 取荀卿 《礼论》， 《乐》 取 《礼乐记》， 《兵书》 亡， 不补， 略述律而言兵， 遂分历史述以次之。”

②然又有学者认为， 今本 《礼书》 中所引 《礼论》， 《乐书》 中所引 《乐记》， 均为司马迁原有之内容， 非补缺者所
为。 如黄履翁谓： “汉承秦灭学之后， 百氏蜂起， 天下知有众说而不知有吾道， 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 所谓 《礼论》、
《乐记》 之书， 谁其讲之？ 迁乃取而载之于书， 非有高世之职 [识]， 不能也。” （《古今源流至记·别集》 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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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杰出的学者才透过种种复杂现象， 认识到经济条件对于历史发展起到根本支配的作用， 如唯物史观

创立者之一恩格斯在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书英文版序言 （作于 1892 年） 中表述的： “一

切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 那是到了 19 世纪大工业时代的伟大发
现； 而司马迁则在西汉时期已经认识到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之间极其密切的联系。 他撰写了 《平准书》

和 《货殖列传》 两篇， 一是以社会生活为主要视角， 一是以人的活动为主要视角， 记载物质生产、 经济

交换等与历史进程的重大关系。 《平准书》 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重大意义， 是以开阔的视野记载了一个朝

代的经济状况及发展趋势， 为后人提供了经典性论述。 经过秦朝的滥用民力、 对民众残酷榨取和秦汉之

际长期战乱之后， 西汉初年处于经济凋敝、 社会残破的局面：

汉兴， 接秦之弊， 丈夫从军旅， 老弱转粮饷， 作业剧而财匮，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

牛车， 齐民无藏盖。 于是为秦钱重难用， 更令民铸钱， 一黄金一斤， 约法省禁。 而不轨逐利之民，

蓄积馀业以稽市物， 物踊腾， 粜米至石万钱， 马一匹则百金。

而到了武帝初年， 国家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至今上即位数岁， 汉兴七十馀年之间， 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 民则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皆满， 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 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

之粟陈陈相因， 充溢露积于外， 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 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

会。 守闾阎者食粱肉， 为吏者长子孙， 居官者以为姓号。 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 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民众殷实、 国库充足的情景。 司马迁用确凿的史实说明， 这是汉初 “承敝易变”， 接

受亡秦教训， 从高祖立国之始即采取恢复生产、 爱惜民力的 “宽省” 政治， 特别是文帝、 景帝相继实行

的轻徭薄赋、 与民休息政策取得的巨大成效。 汉初和武帝初年是西汉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 司马迁

的论述从大处落笔， 记载的史实既典型， 又生动、 鲜明， 凸现了时代的特征， 并且揭示出演进的趋势，

因而千百年来成为研史者认识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珍贵的依据。

五、 民族文化创造力与 “立体式著史”

司马迁的 “多维历史视野” 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司马迁为了写出华夏民族自黄帝以来全部的历史， 创造了由 “本纪”、 “表”、 “书”、 “世家”、 “列

传” 有机配合的史书体裁。 这种 “五体结合” 的史书形式能够成立的内在依据是什么？ 其成功的奥秘又

在哪里？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 其根据和奥秘， 就是多维度、 多视角、 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 换言

之， 司马迁苦心擘画， 其著史目的是要使读者明瞭事件发生、 演变的年代先后， 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

系， 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 同时又能知晓治理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

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 “多维历史视野” 是一种抽象和概括， 以此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 司马迁在哲理

高度和认识本原上， 发现、 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 这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

在哲学思维上的体现， 是 《史记》 全书的哲学精华。 惟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历史视野， 而非单线式、 单

角度的观察， 他呕心沥血著成的 《史记》 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 丰富、 生动的画

卷， 有血有肉， 内涵深刻， 令读者百读不厌， 感悟奋起！ 运用 “多维历史视野” 这一新概括、 新表述，

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 《史记》 何以被称为著史的 “极则”， 何以其成就“笼罩了两千年的中国

史学界”， 又何以人们一致对 《史记》 所具有的 “永恒的魅力” 推崇备至。

探讨司马迁 “多维历史视野” 这一课题还具有突出的当下价值， 能更加恰当地评价 《史记》 历史编

纂成就对 20 世纪史家的深远影响。 近代以后， 时代环境、 著史观念、 史著的受众对象等， 与司马迁所
处的时代都迥然而异， 但是， 司马迁构史体系所具有的见识和气魄， 却仍然令有作为的史家受到深刻的

启迪。 现梁启超对撰著中国通史体裁的探索和由白寿彝总主编 《中国通史》 成就为典型例证。 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 是激烈地批判旧史、 倡导 “史界革命” 的著名革新派人物， 但他恰恰对司马迁在构史体系

上的伟大创造力进行了高度评价： “（《史记》 在体裁上） 集其大成， 兼综众体而调和之， 使互相补充而

各尽其用。” [18] “纪传体的体裁， 合各部在一起， 记载平均， 包罗万象。 表以收复杂事项， 志以述制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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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本纪以纪大事， 列传以传人物， 伸缩自如， 实在可供人们研究。” [19] 而从史学实践上， 梁氏发愿著

《中国通史》， 从已经撰写的部分篇章看， 其体裁正是由 “载记”、 “年表”、 “书志”、 “传记” 四者配合而

成。 ① 其基本格局和灵魂， 明显是继承司马迁 “多维历史视野” 的观念和方法， 而加以发展。

白寿彝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由他担任总主编的 《中国通史》 于 1999 年全部出版， 成为以
“新综合体” 著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之作。 从白先生对 “新综合体” 进行探索到 《中国通史》 完

成， 半个世纪的史学实践证明， 其构史体系正是从司马迁运用 “多维历史视野” 的智慧得到宝贵启迪，

并加以创造性发展而取得的重大成果。 1946 年他在昆明发表了 《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 的演讲， 就已

明确提出 《史记》 是 “综合体裁”， 并且提出今后应当用 “立体的方法” 著史， 以克服当前在体裁上

“艰难万状” 的局面。 至改革开放初期， 他更加强调 “创造新的综合体裁， 以再现广泛复杂的历史现

象”。 [20] 至 1986年， 他在 《中国史学史》 第 1册 《叙篇》 中， 即为 《中国通史》 在编纂体裁体例上进行

了总体设计， 提出： “全书采用序说、 综述、 典志、 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成为一体的新的综合体裁”。

序说， “内容包含基本史料的阐述， 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卷的编写大意”。 综述， “阐述这一个历史时期

的总的发展形势， 其中包含政治、 经济、 军事、 民族、 文化和中外关系”。 综述系 “取法旧史之本纪”，

而加以根本性的改造， “要求能综览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及其规律， 这是跟旧日的本纪显然有本质的区

别”。 典志， “分篇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政治制度、 军事制度、 法律、 风俗等”， “综述与典

志的关系， 是要求前者能阐述历史发展之阶段性的全貌， 而后者则是对这一历史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

视”。 传记， “包含个人传记， 学派传记， 艺术家、 宗教家传记等”， 我们写的传记 “不是一个一个孤立

的人物， 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 他还指出， 用这种新综合体来撰写历史的优点，

最突出的两点是， “便于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 和能够 “更进一步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 [21] 《中国通

史》 全书 12卷 22册， 就是贯彻这一编纂思想完成的， 很显然， 它既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 体现了时代
要求， 凸现了卓越的创造精神， 同时又是司马迁以 “多维历史视野” 著史的哲理思考在新时代的回响，

因而成为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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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ly data. As a result, the paper states that, after long term adjustment, a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RMB is
now closer to its reasonable level and undervaluation can be neglected.

On Coase’s Theorem 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Evaluating the Gains and Losse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roperty-Transaction Costs

Zhou Yan 76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ase’s theorem， analyzes the cause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ownturn since 1978 from two aspects, the former deline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two stages from 1978 to 2008, since China found her own way to delineate and protect proper -
ty rights, making the price mechanism to work, transaction costs consequently declined in the whole society, and
won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it is a part of the reform measures in recent years that, contrary to property
delineation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makes the economic downturn occurred inevitably.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Navigation Channel Charts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Li Peng 96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navigation channel charts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alysis from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drawing the navigation channel charts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we can not only
clearly find out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dealing with information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s channel be-
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two different social cultural collis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So, to some extent, modernity of the modern navigation channel charts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is
an applianc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estern science and modern cartographic mapping technology in Chi -
na.

On Sima Qian’s Multiple Dimensions View of History
Chen Qitai 104

Made up of five different literary forms of recording biographic sketches of the emperors with memorials to
them, the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life,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the collected biographies, Shiji by Si Ma-qian
is an organic historical work. This work is considered as a classic mainly because that with the multi-dimen -
sional historical view, Si Maqian chronicled the historical events, gave prominence to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s ’
activities and showed the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social life in the work simultaneously. From the
perspective, we could not only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ason that Shiji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model in writing Chinese history, but could also learn its history recorded in a multi -dimensional and more
lively circumstances. Furthermore, it helps us to evaluate the deep influence that the historiography achieve -
ments that Shiji brought to the historian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Historiography Realm That Shen Yue Reached as the Second only to Sima Qian and Dong Hu in
Ancient China

Zhang Feng 113
Based on processors’ work, Mr. ShenYue diligently completed a masterpiece, Song Annals, one of the Twen-

ty-four Histories. However, most critics pointed out that his means of a euphemism and covering up as shortages
could hardly be regard as straightforwardness. In fact, Shen Yue intended to complete Song Annals as a verita-
ble record by imitating Mr. Nan and Mr. Dong and following Mr. Sima Qian and Mr. Ban Gu. His Eight To-
pographies are the most import contribution. Succeeding to the great general-compiling spirit, he traced the ori -
gin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expounded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by intensive quotes and allusions,
which made up the shortcoming of the history of Houhan dynasty and a record of three Kingdoms. Shen Yue
showed his deep thoughts from the king’s viewpoint into developing trend. He created new compiling ways:
keeping one thing recorded with another related. He also revealed the style and feature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Liu’s Song dynasty. For these compilation achievements, Shen Yue was recognized as the outstanding talent
ranked second only to Sima Qian and Dong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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